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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运用 2011—2018 年中国 285 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开通高铁与城市对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

作用机理。 结果表明,开通高铁显著提升了城市对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 机制检验表明,开通高铁显著提高了城市的资

金环境水平、创新水平和商品要素流动水平,进而提高城市对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 异质性分析表明,南方城市开通高

铁与城市对具有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内陆城市开通高铁与城市对具有大学专科

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非(新)一线城市开通高铁与城市对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存

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全面理解城市开通高铁对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动的微观作用机理和差异化影响,
对政府调整人才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动提供参考和借鉴。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深入发展,以高速铁路为代表的

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成为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核心之一。 在此背景下,各地政府如何吸引并集聚高素质

人力资本,从而驱动区域实现创新和经济增长成为一个亟待探讨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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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规模庞大的人口流动离不开交通工具的便利性。 城市和城乡之间产生大量人口流动,这在一定程

度上因为交通基础设施改善提高了地区的可达性程度,尤其是高铁的开通释放了普铁和公路的运能,缩短

了客货运输的时间成本,扩大了人口活动的空间范围[1] 。 与此同时,相对于高速公路、航空运输和海路运输

等交通基础设施,高铁则更加适用于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情,能够提高城市间人口流动的效率[2] 。
因此,交通因素成为影响人口流动的重要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进行大规模的高铁建设,提升了铁路系统的运输效率,降低了高铁沿线各地区之间人员往

来和货物运输的时间成本,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2] 。 高铁作为一项“硬”公共服务,相对于传统的

铁路、公路、海路等交通运输方式,优化了原有的通车线路[3-4] 的同时,高铁还具有载客量大、运行速度快、安
全性和准点率高等特点,能够促进劳动力和商品等生产要素的流动[5] 。 这为创业者尤其是高学历创业者营

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 陆铭[6] 的研究表明,城市较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反映出城市具有较大的规模经济效

应,使得沿线城市共享交通网络服务,提高城市之间的互通互联效率,扩大城市间人才资源的自由流通,并
提高城市间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进一步帮助城市创造更多的创业机会。 该结论得到众多国内外学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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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证。 例如,哥伦比亚的铁路和公路建设促使当地实现从以骡子为重要交通运输工具的社会进入现代社

会[7] ,日本明治时代的铁路建设提高了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流动效率[8] ,德国和美国的铁路和公路建设

显著扩大创业者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联互通和区域的创业活力[9-10] 。 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城市完善交通

基础设施建设不仅能够消减人口迁移流动的障碍,降低劳动力迁移流动的成本,从而提高劳动力从事创业

活动的比例[11-12] ,而且也能够提高城市的可达性程度,加快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大信息流动速度和效率,提
升城市的创业活跃程度[13] 。

综上,交通因素是影响流动人口创业的重要因素。 本文基于中国高铁建设快速发展的现实背景,利用

2011—2018 年中国 285 个地级市的平衡面板数据和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城市开通高铁对城市高学历创

业人才吸引的影响。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包括:①将城市高学历创业人才作为切入点,考察高铁开通与城

市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的关系,从个体微观层面进一步拓展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社会产生影响的

研究视角。 ②从人口迁移流动视角探讨城市开通高铁吸引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入的内在机制和具体路径,揭
示了城市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之间的影响关系。 ③将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作为一

项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讨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与吸引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入的关系,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模型内生性带来的估计偏误问题,提高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和可靠性。

二、文献综述

通过梳理已有相关文献发现,学者对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的相关研究主要探讨其对人口集聚、人口迁移

流动和人口分布等的影响。
第一,城市完善高铁等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促进人口集聚。 学者基于美国和意大利等国的数据分析

发现,高速公路的发展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由乡村流向高速公路沿线城市[14-17] ,扩大城市人口

数量,加速人口资源合理配置,促使区域内人口分布更加均衡[18-19] ,从而有效推动城市经济增长。 这说明交

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国家、地区和城市竞争力提升的关键驱动力。 Chandra 和 Thompson[20] 基于美国县域的数

据分析发现,完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运输成本、增加就业人口和提高劳动者工资水平,并促使人口

从西北部向南部和西部流动,最终形成扁平化的人口分布格局。 但也有学者发现,高速公路建设在一定程

度上抑制了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 例如,基于美国 1950—1990 年的数据分析表明,当新建的一条公路穿过

中心城市时,该城市的人口将减少约 18%,但如果该城市没有修建州际公路网络系统,则中心城市的总人口

将增长约 8%[39] ,说明城市完善高速公路建设等基础设施对人口向中心城市集聚起消极阻碍作用。
第二,城市开通高铁有利于加速人口的自由迁移流动,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迁移流动[21] 。 目前,中国已

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极大缩短了人口在城市之间的迁移时间,促进人口在地区之间的流动

转移。 例如,基于我国沪宁城际高铁的研究发现,高速铁路不仅能够降低人口在城市间的通勤成本,而且有

利于拓展区域人口流动的范围,从而有效促进地区间的人口流动[22] 。 王赟赟和陈宪[23] 的分析表明,城市开

通高铁能够增加沿线城市的人口集聚,促使越来越多的人口迁移呈现出自西向东和自北向南的流动趋

势[24] 。 并且,城市开通高铁也有利于增加沿线人口流动频率,提升产业集聚水平[25-26] ,改善外围地区重点城

市劳动力群体的空间错配[27] ,提高城市间的合作创新产出[28] ,加快创新要素流动,优化创新环境[29] ,扩大

人与人的面对面交流和知识传播范围[30] 。
第三,城市开通高铁影响人口的分布情况,尤其是高学历创业人才的人口分布情况。 中国各区域的地

形差异较大,地理屏障的存在通常影响劳动力的流动范围和流动规模,导致地区间高学历劳动力要素的配

置不合理[31] 。 而城市开通高铁则打破了地理屏障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促使劳动力根据高铁线路的完善程

度改变流动范围,进而改变地区间劳动力要素的重新布局[32-33] 。 作为政府主导的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高铁开通压缩了区域间的时空距离,帮助具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劳动力实现自由迁移流动[34] ,尤其是对具有

高时间敏感性的高学历人才而言,高铁的开通促使他们流入沿线城市及其企业的比例增加[5,35] 。 同时,高铁

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打破跨地域间的要素流通阻碍,促进以劳动力为载体的知识、技术和信息的传播和扩

散[36] ,并为促进地区间的企业家交流与合作创造了条件,从而有利于当地吸引更多高学历人才流入[37]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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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促使高学历人才流动带来的隐形知识外溢加快沿线城市实现经济快速发展[38] 。
通过以上文献梳理发现,已有关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人口集聚、人口迁移流动和人口分布等的相关

研究得到重点关注,并形成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为开展本文的研究奠定基础。 然而,在交通基础设施尤

其是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对人口流动影响的相关文献中,学者们主要探讨了高铁对人口聚集和人口分布的影

响。 但综合看,以往研究没有关注到以城市开通高铁这一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

引,以及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不同地区吸引优质创业人才流入的影响。 例如,在研究内容上,已有研究

主要探讨了高铁开通对铁路沿线人口集聚和人口分布的影响[18,22-23] ,但缺少评估完善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对

城市吸引创业者流入等社会经济效应影响的相关研究,更没有探讨城市对具有不同学历背景的创业者流入

带来的社会影响。 因此,本文利用流动人口的微观数据与城市层面的数据进行匹配,重点考察新型交通基

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外来受过高等教育的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及其运作机理,并从不同城市区域、不同

城市地理位置、不同城市类别等方面,细致考察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城市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

影响的差异性。

三、影响机理分析

一般而言,高铁这一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在地理位置不变的情况下会显著提高交通运输效

率,降低地区间要素流动的时间和成本,增加高铁沿线城市的人口集聚,扩大高铁沿线城市的人口规

模[2,19,23] 。 同时,高铁的开通有利于提高高学历创业人才迅速开展商务旅行或快速推进业务洽谈活动进度

等,从而提高其创业成功率,有利于创业企业的稳定经营发展。 这不仅反映出高铁开通城市能够提供较好

的营商环境[40] ,而且也提高了高铁开通城市对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是否流入当地的吸引力。 因此,以高铁

为代表的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有利于吸引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入。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1:
城市开通高铁对吸引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入具有积极影响(H1)。
资金资源等创业资源是高学历创业人才从事创业活动的关键资源。 尤其是对高学历创业人才而言,其

从事的创业活动通常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因此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 当城市开通高铁之后,其能够吸引更

多外来投资或风险投资流入,这为创业人才从事创业活动提供资金支持,从而吸引更多高学历创业人才流

入当地。 已有研究表明,城市开通高铁促使上市公司赴异地投资的数量明显增加,促使资本实现跨地区流

动[41] ,增加沿线企业的客户和供应商数量[42] 。 龙玉等[43] 研究表明,城市开通高铁为风险投资者的实地调

研提供便利,其与创业者的近距离交谈有利于获得不易发觉的隐性信息,从而降低风险投资者的投资风险,
并帮助高铁沿线城市的创业者获得更多的风险投资。 此外,萨尔曼的创业模型为揭示资源、风险和环境等

资源对创业活动的重要影响作用提供理论基础,即城市开通高铁带来的风险投资水平影响城市对外来高学

历创业人才的流入。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城市高铁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创业所需的城市外来风险投资水平影响城市对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

(H2)。
此外,城市改善高铁基础设施建设能够降低要素流动的运输成本,促进市场良性竞争,进而提升资源的配

置效率和区域的创新水平[44-45] 。 已有研究认为,城市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是区域实现创新的重要影响因素,有利

于加大区域内的联系和交流[46-47] 。 当城市开通高铁后,铁路沿线公司的专利申请和授权数量显著增加,这意味

着城市具有较好的创新创业环境,有利于吸引大多从事知识密集型行业创业的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入。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城市高铁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创新水平影响城市对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H3)。
高铁基础设施建设的改善有利于商品的跨区域频繁流动,扩大商品要素的流动范围和频次,从而提高

社会消费品的交易额,这对吸引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入并从事创业活动具有较高的吸引力。 卞元超等[45]

研究表明城市开通高铁可以引发创新要素流动效应,即城市开通高铁后能够增加较大的企业活动量[8] 。 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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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城市拥有较大体量的商品交易额体现了该城市具有较强的市场活力和流动渠道,这对创业者的创业成

功与否以及是否保持创业活动持续稳定具有重要影响。 因此,商品要素流动频次越多和交易额越高的城市

越有利于吸引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入。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4:
城市高铁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商品要素流动影响对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H4)。

四、研究设计

(一)数据说明

随着 2003 年中国第一条秦沈客运高铁专线和 2008 年京津城际铁路相继开通运营,高铁发展速度日益

加快,影响着人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目前,学术界普遍以 2008 年京津城际铁路开通作为研究中国高铁

的时间起点,但考虑到需要将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MDS)的数据与开通高铁的城市进行匹配,本文

选取 2011—2018 年作为研究样本区间。 为了评估城市是否开通高铁对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的影响,本文选

取 2011—2018 年中国 285 个地级市作为研究样本,其中包含 189 个开通高铁的城市和 96 个未开通高铁的

城市。 开通高铁的城市名单源自铁道部运输局公布的《全国铁路旅客列车时刻表》。 城市特征的数据来源

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2—2019 年)。 表 1 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1　 描述性统计结果表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高学历创业人才 2280 10. 9513 23. 7976 0 293
专科学历创业人才 2280 8. 0680 15. 9791 0 180
本科学历创业人才 2280 2. 7724 7. 9527 0 106

研究生学历创业人才 2280 0. 1110 0. 6823 0 13
是否开通高铁 2280 0. 4250 0. 4945 0 1
经济发展水平 2280 23. 0193 32. 9371 -1. 6530 326. 7987

人口规模 2280 4. 6090 4. 6557 0. 1950 110. 9840
产业结构 2280 0. 9350 0. 4951 0. 1136 4. 3468

城镇化水平 2280 0. 9912 0. 0906 -1. 9978 1. 4600
固定资产投资 2280 16. 7041 17. 8908 -57. 5723 210. 0135
政府干预强度 2280 0. 5561 0. 2486 0. 0278 2. 6651
市场开放度 2280 59. 5409 149. 9990 -615. 0905 2420. 0280

　 注:本文对城市特征控制变量采用外差法填补缺失数据,并剔除高学历创业人才数据缺失及样本期不全的城市样本,从而得到 285 个样本城
市的平衡面板数据。

(二)变量构造和模型设定

高铁基础设施建设作为国家重大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是在国家发改委和铁路总公司等相关部门的

综合规划下形成的,各地区是否开通高铁通常与本地政府没有太大关联。 近年来,虽然一些地方政府围绕高铁

设站等问题开展了“保路运动”,但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没有做出高铁建设规划的前提下不能决定本地是否开

通高铁[48] 。 因此,本文将高铁开通视作一项外生于经济系统的“准自然实验”具有合理性。 本文基于城市是否

开通高铁,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评估城市对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影响,并构建如式(1)所示的模型。
Highentreit = α1 + β1railwayit + θ1X it + φi + μt + γit

 (1)
其中:被解释变量 Highentreit 为城市 i 在 t 年累计吸引外来高学历流动人口创业者人数。 本文借鉴夏怡然和

陆铭[49]的做法,将地级市层面的数据与 CMDS 的微观数据库进行匹配,通过微观劳动力统计数据计算具有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的流动人口创业者人数,将其作为城市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代理变量。 核心解释

变量 railwayit 为在 t 年城市 i 是否开通高铁基础设施建设,若该城市在当年及以后年份开通高铁则取值 1,否
则取 0;φi 为城市固定效应;μt 为时间固定效应;γit 为随机扰动项;β1 为双重差分估计量;X it 为城市层面的

控制变量。 本文借鉴卞元超等[45] 、汪锋等[2]的思路,选择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
固定资产投资、政府干预强度、市场开放度等作为控制变量。 表 2 是主要变量的定义与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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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变量定义与测量

变量名称 变量代码 变量测量

高学历创业人才 Highentre 各地级市每年累计流入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创业者人数

大专学历创业人才 Associate 各地级市每年累计流入的具有大学专科学历的创业者人数

本科学历创业人才 Bachelor 各地级市每年累计流入的具有大学本科学历的创业者人数

研究生学历创业人才 Postgrad 各地级市每年累计流入的具有研究生学历的创业者人数

是否开通高铁 Railway 各地级市在样本期当年及以后年份是否开通高铁,是= 1,否= 0
经济发展水平 Gdp 各地级市每年的地区生产总值

人口规模 Pop 各地级市每年的年末总人口数量

产业结构 Industry 各地级市每年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之比

城镇化水平 Citizen 各地级市每年的城镇化率,该值越高说明城市的城镇化水平越高

固定资产投资 Fixed 各地级市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政府干预强度 Govern 各地级市每年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与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之比

市场开放度 Market 各地级市每年外商实际投资额

五、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3 的(1)列是控制了时间和城市固定效应后,是否开通高铁对城市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回归结

果,结果表明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与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2)列控制了时间和城

市固定效应以及城市特征控制变量,结果表明城市是否开通高铁与城市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存在正

相关关系,且在 1%水平上显著。 (3)列~ (5)列是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城市固定效应以及城市特征控制变量

后城市是否开通高铁对各城市具有不同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影响。 结果表明,城市开通高铁显著提升了

城市对具有大学专科学历的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但对具有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外来高学历

创业人才吸引的影响不显著。

表 3　 城市是否开通高铁对城市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提升效应

变量
(1) (2) (3) (4) (5)

高学历创业人才 高学历创业人才 专科学历创业人才 本科学历创业人才 研究生学历创业人才

是否开通高铁 1. 3594∗∗(0. 6877) 1. 5089∗∗∗(0. 5787) 1. 2241∗∗∗(0. 4391) 0. 3071(0. 2010) -0. 0223(0. 0199)
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80 2280 2280 2280 2280
F 统计量 3. 91 5. 53 5. 09 4. 46 1. 32

R2 0. 8874 0. 8992 0. 8816 0. 8802 0. 8072

　 注:∗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图 1　 是否开通高铁与城市高学历创业人才

吸引力的平行趋势检验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法需要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1 的平行

趋势检验表明,在城市开通高铁之前,各期的回归系数在零

附近浮动且均未通过至少 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开通高

铁的城市和未开通高铁的城市对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

影响在高铁开通前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通过平行趋势

检验。
2. 内生性分析

考虑到高铁开通和城市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之间可

能会存在互为因果或变量测量误差等情况,本文借助工具

变量(IV)法展开内生性检验。 一般而言,工具变量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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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第一阶段:

是否开通高铁
第二阶段:

高学历创业人才

是否开通高铁
21. 7667∗∗∗

(7. 9320)

工具变量
0. 0196∗∗∗

(0. 0045)

F 统计量 18. 83

KDG3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
21. 91

[0. 0000]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8. 832

{16. 3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1994 1994
　 注:()中的值是稳健标准误,[]中的值是 P 值,{}中的值是 Stock-
Yogo 弱识别检验 10%水平上的临界值;∗∗∗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

满足与内生变量存在相关关系,且与随机扰动项不存

在相 关 关 系 两 个 基 本 条 件。 本 文 借 鉴 Duflo 和

Pande[50] 、林伯强和谭睿鹏[51]的思路,利用地理信息构

造工具变量,并以地形起伏度作为模型的工具变量来

缓解内生性问题。 选取原因主要包括:从相关性角度

看,地形起伏度是影响地区是否建设高铁基础设施的

重要影响因素,地形起伏越大则高铁建设的难度也越

大;从外生性角度看,地形起伏度是地理形态变量,是
客观存在的地区地理条件,与地区高学历创业人才的

迁移流动不存在直接关系。 因此,地形起伏度可作为

城市高铁建设的一个合理工具变量。
由于地形起伏度在本文的样本期内是一个不随时

间变化的量,本文借鉴黄群慧等[52] 和赵涛等[53] 构造工

具变量的思路,将地形起伏度乘以上一年度交通运输

仓储和邮政业的从业人数作为工具变量,因为各城市

上一年度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的从业人数与城市

是否开通高铁紧密相关,但不能直接影响城市的高学历创业人才是否迁移流动。 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

法进行估计。 表 4 的结果表明,第一阶段的 F 统计值在 10 以上,且工具变量在 1%水平上显著,说明所选择

的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之间满足相关性原则。 第二阶段城市开通高铁的估计系数为 21. 7667,且在 1%
的水平显著,表明考虑内生性问题之后,城市开通高铁仍然对城市吸引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入具有显著的促

进作用。 同时,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的值为 21. 91,拒绝“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即工具变量

不存在识别不足问题;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的值大于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检验 10%水平的临界值,
表明模型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 以上检验说明,本文选取地形起伏度乘以上一年度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

业从业人数作为工具变量具有合理性,使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验证了前文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一步采用排除特殊城市的影响和排除极端异常值影响的方式对基准回归的结果进行稳健性检

验。 一是,城市是否开通高铁由国家政策指导,其可能会受到城市特征的影响。 北京和上海分别作为中国

的政治中心和经济贸易中心,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本文的研究结论是否会受到北京和上海

特殊的资源分布影响呢? 为了能更好地识别是否开通高铁对城市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影响,本文

将北京和上海的样本剔除并进行回归分析,表 5 的(1)列的结果表明剔除北京和上海的研究样本后,城市开

通高铁政策依然显著提高了城市对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 本文还分别单独排除北京市、单独排除

上海市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5 的(2)列和(3)列。 结果依然不变,这强化了本文的结论。 二是,直辖市属于中

表 5　 排除特殊城市和极端异常值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5) (6)
高学历创业人才 高学历创业人才 高学历创业人才 高学历创业人才 高学历创业人才 高学历创业人才

剔除北京上海 剔除北京 剔除上海 剔除直辖市 截尾 1% 缩尾 1%

是否开通高铁
1. 6994∗∗∗

(0. 5376)
1. 7253∗∗∗

(0. 5763)
1. 4719∗∗∗

(0. 5507)
1. 7268∗∗∗

(0. 5366)
0. 8991∗

(0. 4938)
1. 4925∗∗∗

(0. 516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64 2272 2272 2248 2037 2280
F 统计量 7. 33 5. 09 6. 76 6. 29 12. 70 10. 61

R2 0. 8645 0. 8761 0. 8985 0. 8501 0. 8646 0. 8909

　 注:∗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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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省级行政区,通常具有较强的人才吸引力和较多的居住人口,它们自身特殊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发挥直辖

市的功能。 对此,本文将 4 个直辖市排除在样本之外进行回归。 表 5 的(4)列的结果显示,排除 4 个直辖市

之后,开通高铁政策依然显著提升了城市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验证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此外,为避免极端异常值影响基准回归的结果,本文对城市研究样本分别进行上下 1%的截尾和缩尾处

理。 表 5 的(5)列和(6)列的结果表明,在剔除极端异常值之后,城市是否开通高铁的系数估计值均通过了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该结论与基准估计结果保持一致。

六、影响机制识别

根据前文的分析,城市开通高铁显著提升了城市对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 然而,前文仅仅对“高铁

开通与城市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进行了整体性的刻画,尚未深入研究二者之间的影响机制。 本文选取“资

金环境”“创新水平”“商品要素流动”三种机制进行验证。 其中,资金环境使用各城市每年的风险投资和私

募股权投资数目进行测量,创新水平采用各城市每年的商标授权数目进行测量,商品要素流动使用各城市

每年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亿元)来代理。 本文采用递归方程和 Bootstrap 方法进行检验[54] ,并抽取自助样

本 1000 次。
表 6 的(1)列和(2)列表明,风险投资在城市开通高铁与城市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之间起中介作用,

且间接效应成立,说明城市开通高铁后,能够吸引更多风险投资,从而提高城市的资金供给水平和资金丰裕

程度,这有利于吸引需要大量资金支持的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入。 (3)列和(4)列显示,城市创新因素在

城市开通高铁与城市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之间起中介作用,且间接效应成立。 这说明城市开通高铁可以

通过正向影响城市创新水平进而影响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意味着城市开通高铁之后,城市提高了信息

传播的速度和技术创新的效率,从而形成城市较高的创新水平,这对吸引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入当地产生较

大吸引力。 (5)列和(6)列显示,商品要素流动在城市开通高铁与城市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之间起中介作

用,且间接效应成立。 这说明城市开通高铁还可以通过正向影响城市要素流动进而影响城市对高学历创业

表 6　 城市开通高铁影响城市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机制识别

变量
(1) (2) (3) (4) (5) (8)

风险投资 高学历创业人才 创新水平 高学历创业人才 商品要素流动 高学历创业人才

是否开通高铁
-0. 6674

(1. 2211)
1. 7167∗∗∗

(0. 5376)
-0. 8980∗

(0. 4676)
1. 7334∗∗∗

(0. 5396)
0. 1920

(14. 4258)
1. 4559∗∗

(0. 5691)

风险投资
0. 0017

(0. 0060)

创新水平
0. 0199

(0. 0166)

商品要素流动
0. 0100∗∗∗

(0. 0024)

常数项
47. 3944∗∗∗

(7. 3350)
-4. 7630∗

(2. 7837)
42. 2085∗∗∗

(2. 0875)
-5. 5185∗

(2. 8212)
129. 7521

(79. 6317)
-5. 5549

(3. 7206)

Sobel 检验
中介变量:风险投资

0. 2130∗∗∗
中介变量:创新水平

0. 1673∗∗∗
中介变量:商品要素流动

0. 2788∗∗

Ind_eff 检验
(P)

0. 003
间接效应成立

0. 010
间接效应成立

0. 026
间接效应成立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40 2240 2240 2240 2272 2272
F 统计量 3. 21 5. 61 5. 02 5. 75 45. 84 6. 82

R2 0. 7568 0. 8500 0. 9658 0. 8500 0. 9829 0. 9047

　 注:∗ 、∗∗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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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吸引力,意味着开通高铁后的城市提高了社会消费品的流动,形成更大的销售市场,对城市高学历创

业人才流入产生极大的吸引力。

七、拓展性研究

为了考察是否开通高铁政策影响城市对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复杂性,本文分别基于不同城市

区域、不同城市地理位置、不同城市类别检验高铁开通对城市外来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异质性影响。
(一)基于城市区域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按照城市所属区域将城市样本划分为南方城市和北方城市,并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表 7 的回归结

果表明,南方城市开通高铁与城市对具有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南
方城市开通高铁与城市对具有研究生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表 7　 基于城市区域差异的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南方城市 北方城市

专科学历
创业人才

本科学历
创业人才

研究生学历
创业人才

专科学历
创业人才

本科学历
创业人才

研究生学历
创业人才

是否开通高铁
1. 3904∗∗∗

(0. 5186)
0. 5347∗∗

(0. 2348)
-0. 0238

(0. 0245)
0. 9982

(0. 7929)
-0. 1175

(0. 3211)
-0. 0243

(0. 0305)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64 1464 1464 816 816 816
F 统计量 4. 34 3. 56 1. 88 3. 86 3. 87 0. 67

R2 0. 8712 0. 8498 0. 6473 0. 9055 0. 9241 0. 9011

　 注:∗∗ 、∗∗∗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5%、10%。

(二)基于城市地理位置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按照城市所在地理位置将样本城市分为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并进行分组回归分析。 表 8
的结果表明,在内陆城市开通高铁与具有大学专科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与具有

大学本科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的正相关关系不显著、与具有研究生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的负相关关系

不显著。 在沿海城市实施开通高铁政策与具有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不存在显著

的相关关系,说明沿海城市实施开通高铁政策对具有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不存

在显著的影响。 本文的结论符合中国东南地狭人稠、西北地广人稀的事实以及适宜人类生存地区的胡焕庸

分界限的划分。

表 8　 基于城市地理位置的分组回归结果

变量

内陆城市 沿海城市

专科学历
创业人才

本科学历
创业人才

研究生学
历创业人才

专科学历
创业人才

本科学历
创业人才

研究生学历
创业人才

是否开通高铁
1. 1094∗∗

(0. 4578)
0. 1196

(0. 1969)
-0. 0278

(0. 0202)
1. 2140

(1. 3325)
0. 7112

(0. 6990)
-0. 0076

(0. 070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36 1936 1936 344 344 344
F 统计量 4. 65 4. 49 1. 43 2. 27 2. 91 0. 41

R2 0. 8836 0. 8937 0. 8272 0. 8837 0. 8647 0. 7568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5%。

(三)基于城市类别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按照《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将城市样本分为(新)一线城市和非(新)一线城市,并通过分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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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探讨不同城市类型下开通高铁对高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差异性影响。 其中,本文将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 4 个一线城市以及成都、重庆、杭州等 15 个新一线城市作为(新)一线城市分组,将其他样本城市作

为非(新)一线城市分组。 表 9 的回归结果显示,在非(新)一线城市开通高铁与城市对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创

业人才吸引力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与城市对具有大学专科和研究生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影响不显

著。 而在(新)一线城市开通高铁与城市对具有大学专科、本科和研究生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不存在显著的

相关关系。

表 9　 基于城市类别的分组回归分析结果

变量

非(新)一线 (新)一线

专科学历
创业人才

本科学历
创业人才

研究生学历
创业人才

专科学历
创业人才

本科学历
创业人才

研究生学历
创业人才

是否开通高铁
0. 5255

(0. 3730)
0. 3160∗

(0. 1685)
-0. 0120

(0. 0161)
8. 3148∗

(4. 7332)
0. 4142

(2. 1019)
-0. 0830

(0. 23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128 2128 2128 152 152 152
F 统计量 7. 64 5. 24 0. 78 2. 03 3. 73 1. 17

R2 0. 8149 0. 7150 0. 2365 0. 8583 0. 8967 0. 8542

　 注:∗表示显著性水平为 10%。

八、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 2011—2018 年中国 285 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开通高铁对城市高

学历创业人才吸引力的影响。 研究表明,开通高铁的城市显著提高了城市对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且
平均提高 1. 5089 个单位。 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均证实城市开通高铁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对高学历创业人

才的吸引力这一研究结论。 机制检验表明,城市开通高铁可以通过提高城市的资金环境、创新水平和商品

要素流动水平进而影响城市对高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 异质性研究表明,南方城市开通高铁与城市对具有

大学专科和本科学历创业人才的吸引力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内陆城市开通高铁与具有大学专科学历创业

人才的吸引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非(新)一线城市开通高铁与城市对具有大学本科学历创业人才吸引

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支持国家投资高铁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城市创业环境,吸引高学历创业人才迁移流

动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 本文的政策含义包括:①有效发挥交通基础设施投资政策对创新创业人才流

动的引导作用。 当前中国城市间人力资本差异较大,高铁等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有利于促进资金、人员

和商品等创新创业要素的流动,改善创新创业环境,推动高学历创业人才在区域间流动,改善地区人力资本

结构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②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决策需要综合考虑城市区位、城市等级等多方面

因素。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成本高、建设周期长、运营维护成本大,投资建设的选址和时机均会影响其

经济社会效益。 本文发现南方城市、内陆城市和非(新)一线城市开通高铁能够显著提高城市对高学历创业

人才流入,该结论为这些地区通过改善新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更多高学历创业人才流入,推动城市创

造更高的创新创业水平,提升当地经济发展活力提供有力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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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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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igh-quality
 

Human
 

Capital:
 

B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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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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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Highly
 

Educate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Zhang
 

Yamin1,
  

Li
 

Da2

(1.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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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fice,
  

China
 

People’s
 

Police
 

University
 

,
  

Langfang
 

065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lanced
 

panel
 

data
 

of
 

285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11
 

to
 

2018,
 

the
 

impact
 

of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on
 

the
 

city􀆳s
 

attraction
 

of
 

highly
 

educate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was
 

explor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significantly
 

enhances
 

the
 

city􀆳s
 

attractiveness
 

to
 

highly
 

educate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opening
 

of
 

high-
speed

 

rail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level
 

of
 

capital
 

environment,
 

innovation
 

and
 

commodity
 

factor
 

flow
 

in
 

the
 

city,
 

and
 

then
 

improves
 

the
 

city􀆳s
 

attractiveness
 

to
 

highly
 

educate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in
 

southern
 

cities
 

and
 

the
 

attraction
 

of
 

cities
 

to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with
 

college
 

and
 

bachelor􀆳s
 

degrees,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in
 

inland
 

cities
 

and
 

the
 

attraction
 

of
 

cities
 

to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with
 

college
 

degrees,
 

and
 

th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in
 

non-(new)
 

first-tier
 

cities
 

and
 

the
 

attraction
 

of
 

cities
 

to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with
 

college
 

degrees.
 

It
 

is
 

helpful
 

to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micro
 

mechanism
 

and
 

differential
 

impact
 

of
 

urban
 

high-speed
 

rail
 

on
 

the
 

flow
 

of
 

highly
 

educate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and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government
 

to
 

adjust
 

the
 

rational
 

flow
 

of
 

human
 

resources
 

between
 

regions.
 

With
 

the
 

current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advancing
 

deeply,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types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represented
 

by
 

high-speed
 

rail
 

has
 

become
 

one
 

of
 

the
 

core
 

national
 

strategies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is
 

background,
 

how
 

local
 

governments
 

attract
 

and
 

gather
 

high-quality
 

human
 

capital
 

to
 

drive
 

region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ssue
 

that
 

urgently
 

needs
 

to
 

be
 

explored.
Keywords:

           

new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opening
 

of
 

high-speed
 

rail;
  

highly
 

educate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city
 

attra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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